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有益营

养。古人云，“修身齐家平天下”，“修其心治其身，而

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洪范传》），认为修身是做人为

政的根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

丰富而灿烂的修身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样可以古为今用，成为当下党员加强

党性修养的重要资源。“三严三实”第一要求是“严以

修身”,而“严以修身”的首要目标就是“加强党性修

养”。习近平指出：“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

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

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1]需要指出的

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儒家、道家、

佛家等各家各派对修身均有大量论述，考虑到儒家

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影响广泛，而且对于党员加强党

性修养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因

此，本文以儒家修身文化为主讨论传统修身文化对

党性修养的启示意义。

一一、、修身先正心修身先正心，，坚定立场是党性修养的坚定立场是党性修养的

根本要求根本要求

关于修身的重要性，孔子讲过：“知所以修身，则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庸》）即知道如何修身，才知道如何治人，知道如

何治人，才知道如何治天下。孟子倒着讲：“天下之

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

上》）由此可见，儒家创始人已经把修身视为做人为

政的根基。对修身在中国文化中地位最经典的表述

是《大学》，《大学》开篇就提出了“三纲领”，即“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现“三纲

领”的途径就是“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中说：“古之欲

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在这里，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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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果，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因此，修

身作为“八条目”的中心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

说整个中国文化就是围绕修身展开的，所以《大学》

紧接着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钱逊认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

精神就是人的修养问题，做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

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2]

按照《大学》八条目的顺序，“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因此，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前提和要求。因为

“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大学》）。这里“身有”的“身”就是“心”，“忿懥、恐

惧、好乐、忧患”都是指人的情感。以性善论为代表

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善性，心

未动表现为善性，心动表现为情，可见修身先正心，

而正心主要是情感修养。就儒家要培养出八德（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来说，更多的不是“知”，甚

至不是“行”，而是“情”。对于任何一个具体行为，

“知”固然重要，但是由“知”到“行”的转变，离不开

情感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分析基础

之上的，但同时肯定情感对历史活动主体的推动作

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

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

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

本质力量。”[3]

对于党性修养来说，正心就是坚定立场，解决为

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党性修养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指

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

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

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

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4]列宁在谈到“党性”问题时，

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

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

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5]。刘少奇甚至把“党

性”与“无产阶级的立场”等同起来，他指出：“共产党

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

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6-1]

对党员来说，正心重要的是把心放到党和人民的事业

上，做到“心中有党”。习近平指出新时期干部四有标

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第一

条就是“心中有党”。如果“心不在焉”，则必然“视而

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

坚定立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对

党忠诚，同时，“忠孝”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

所以说“百善孝为先”，不仅因为“八德”第一是“孝”，

而且儒家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而把“孝悌”这

种家庭伦理推移到国家层面，则是“移孝作忠”。孔

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

名》）。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其

中第一条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党员同样要弘

扬“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经常反省“为党谋而不忠

乎？”。此外，就如何培养对党忠诚的情感方面，传统

修身文化也有一些启示。第一，党的纲领、方针、政

策必须代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人讲“忠”，但是

反对“愚忠”。统治者只有“以德配天”，其统治才具

有合法性，对不得民心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统治者

不是要“忠”，而是要革命，正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

人”。在“道”和“德”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认为“道”

是中国文化的最高概念，在重要性和逻辑上都先于

“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也

可以说“德”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所以，要培养党

员对党忠诚的“德”，首先要求党的纲领、方针、政策

体现“道”的要求。很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早期共

产党人，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

的“天下有道”的大同社会联系起来，抛妻别子，奋然

起来革命。这在当时一些统治者看来，是不忠不孝

的“无德”行为，但是符合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

“替天行道”“以有道伐无道”的传统。而这种对“天

下有道”社会的追求和对“天下无道”社会的反叛，恰

恰是最大的“德”。此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

不能代表历史发展规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某些既

得利益者也会反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也是清朝末期，有些

世受皇恩的封疆大吏反对清廷的重要原因。第二，

关心党员合理合法的利益。共产党是为实现“天下

有道”的社会理想而形成的组织，本身没有自己的特

殊利益，但并不是说作为个体的党员没有自己的合

理合法的利益。一方面，当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发

29



生冲突的时候，组织可以要求党员毫不犹豫地牺牲

个人利益乃至于生命，但是反过来组织也必须关心

个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儒家在情感的培养方面十

分重视“关系”思维。俗话说：“父不慈则子不孝，兄

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颜氏家训·治

家》）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

佾》）孟子甚至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

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在涉及干

部选拔等敏感问题上，组织上必须关心“心中有党”

的党员，特别要防止“逆淘汰”。列宁曾经指出：“大

多数人是根据实际生活得出自己的信念的，他们不

相信书本和空话。”[7]

二二、、正心必诚意正心必诚意，，锻炼意志是党性修养的锻炼意志是党性修养的

关键环节关键环节

情感是行为的发动机，但有了道德情感不一定

能产生道德行为，因为还面临着意志薄弱的问题。

所以，要真正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变，并且取得一

定的成果，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因此，《大学》上

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意”与“志”常常互释。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孟

子认为，人生的修养要“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

能夺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大”就是指理

想、志向，“小”是指个人蝇头小利。王阳明将立志视

为道德行为的前提，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指出: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

会历史的发展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性，但绝不否认意志的作用，而认为是无数个人意志

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

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

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8]。对

于党员来说，“志”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党员抗拒诱惑的精神之

钙，也是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广大

党员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对党组织也有

情感，以至于观看红色电影、参观党性教育基地，还

会“感动一阵子”，但却经受不住“财色名位”的考验，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志薄弱。所以，意志锻炼是党

性修养的关键环节。而在意志锻炼的具体方法上，

传统修身文化对党性修养也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养成慎独慎微的精神自觉。慎独是古人

十分重要的修身方法和境界，一般指两种情况。一

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犯错误，即“不欺暗室”。《中

庸》上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能不能做到慎独，也是君子与

小人的重要区别。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

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大

学》）。二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根本就不想犯错误，

即“不自欺”。《大学》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

也。”如果“不欺暗室”强调的是不要欺负别人，那么

“不自欺”就是不要欺负自己的天地良心，所以“慎独

则心安”。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

名的家训“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

这四条中，慎独是根本。慎独同样也是党员加强党

性修养的重要方法，这一方面要求党员在面对诱惑

的时候，即使在别人没有看见和没有听到的情况下，

都始终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态，做到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在面对诱惑的时

候，不断地拷问自己的良心，不仅不敢“越雷池一

步”，而且根本不想“越雷池一步”。与“慎独”相联系

是还要“慎微”，慎微也可以说是“慎独”的一个方面

的要求，即“莫显乎微”。康熙曾言：“凡理大小事务，

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

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

（《康熙政要·论君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质变

都是由量变引起的，要防止坏的量变引发质变。党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既要

严防一念之差、一时糊涂；又要严防不知不觉变质、

“温水煮青蛙”。

第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性善

论不仅指明了修养的可能性，而且指明了反躬自省

的修养路径。古人形容修身时说的“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诗经·国风·卫风》），就是指在内心对自己进

行自我审判，找出缺点与失误，防止迷失自己的本

性。如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孟子认为修身的过程就是“求放

心”的过程。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孟子·告子上》）中国共产党把反躬自省的

修身方法化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党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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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两方面的要

求。一是要求党员愿意并善于进行自我批评。党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处于利益的交汇点，每天都可能面

临“天理”和“人欲”的斗争，必须经常查找自己思想

上和工作上的不足。二是要求党员敢于批评别人。

党内生活是锻炼党性的熔炉，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战

斗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实际上儒

家也反对不讲原则的“和稀泥”，孔子认为“乡人皆好

之”的人不是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乡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他对乡愿极为反

感，称乡愿是“德之贼”（《论语·阳货》）。孟子为乡愿

作了具体画像，即“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

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孟子·尽心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别人的意

见，人在逆境中往往容易听得进，而在顺境中却不太

容易接受，所以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较容易，而现在反而比较难了，但也正因为如此，

当前能够做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才显得尤为可贵。

第三，经受艰难复杂环境的磨练。俗话说：“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坚强的意志是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

磨练出来的，大丈夫必须经受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的考验。《菜根

谭》说：“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

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在革命

战争时期，人们普遍受到革命意志磨练，因为意志薄

弱而发生的负面影响虽然也有发生(比如革命时期也

有腐败现象)，但还不构成一个普遍问题。对于今天的

共产党员来说，不仅必须要经历“四大考验”（长期执

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

验），而且只有在“四大考验”中才能真正磨练出党

性。与古人修身相比，党员党性修养重视“内圣”，但

更注重在“外王”中实现“内圣”，即在改造客观世界中

改造主观世界，这也是党员党性修养与古人修身在方

法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毛泽东曾现身说法指出：“我

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

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

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

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9]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

深水区、攻坚期，正在啃硬骨头，党员在工作中愿不愿

意担当，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

是党性问题。

三三、、博学于文博学于文，，理论修养是党性修养的重理论修养是党性修养的重

要前提要前提

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

在养性，其中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孔子

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即君子既要广博地掌握学问，又要用

礼仪进行约束，这样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中庸》把

“知、仁、勇”视为“三达德”，这里的“知”是“三达德”

之首，而要实现“知”，就必须要好学。诸葛亮在《诫

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知”可能不“行”，但是“不知”更不

会“行”，对党性修养来说，理论修养是重要前提。《荀

子·大略》认为：“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理论修养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重视理论修

养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无数的事例表明，理论上认同是政治上坚定的

重要前提。在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

郑重地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的伟大号召。他指出: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

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

决的大问题。”[10]党员加强理论修养需要学习的内容

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习

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年春

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也专门谈到“学习”的问

题并且指出：“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

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1]但是

习近平和毛泽东都强调，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在那风雨如

磐的时代，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正是通过阅读马克

思主义书籍，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征服而成为坚定的

共产党员，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也是延安整风

的重要内容。此外，与宗教信仰不同的是，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理

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

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尤为重要。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

从革命的政党变成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很多党

员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也没有经历战争时代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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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验，但是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早期的马克

思主义者比较起来却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新时期

加强党性修养，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对于党性修养来说，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还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增强共产主

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也就是冯契先

生所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既要“化理论为方法”，

也要“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化马克

思主义为“方法”，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知识，而不

是一种信仰。实际上，“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

德性”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实现“化理论为德性”，也

不可能真正实现“化理论为方法”。刘少奇在《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

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

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

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

意识。”[6-2]如果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食而不化”，同

样没有党性。

四四、、约之以礼约之以礼，，纪律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必纪律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必

要保障要保障

修身最直接的方法除了“博学于文”之外，就是

“约之以礼”。《吕氏春秋》上说：“欲知平直，则必准

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吕氏春秋·不苟论》）古

人所说的规矩主要是“礼法”，尤其是“礼”。纵观中

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衰亡无不是从“礼崩乐坏”

开始的。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生都非常重视“礼”

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就孔子所传授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来看，“礼”是第一位的。孔

子说：“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

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他对鲁国大夫

季氏用“八佾舞于庭”十分不满。孔子说：“八佾舞于

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管子认

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

亡”（《管子·牧民》），把“礼”视为维护国家的第一要

素。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党的作风就是党

性的具体表现，纪律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必要保障。

从传统修身文化来看，党员加强纪律修养需要注意

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对纪律规矩心存敬畏。只有心存敬畏，才

能行有所止。如孔子说“修己以敬”（《论语·宪问》），

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近思录·为

学》），朱熹认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

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二)儒家除了

讲“敬”，还讲“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

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敬畏是一种深刻理

解、高度赞同后的自觉遵守，是《大学》在讲修养的时

候所指出的“知止而后能定”的心理状态。因此，孔

子既讲君子要敬畏，同时又说“君子不忧不惧”（《论

语·颜渊》）。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不敬畏鬼神，

但必须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敬畏党纪国法。人不以

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强

调理想信念宗旨这条“高线”，又要守住党的纪律和

规矩这条“底线”，要坚持“高线”、绝不允许突破“底

线”。马克思在 1859年 5月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2]中国

共产党历来重视纪律建设，守纪律讲规矩也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

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

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

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

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13]

第二，化他律为自律。之所以要对“礼”敬畏，是

因为“礼”是“仁”的外化，“约之于礼”的目的是通过

“克己复礼”，转化为对“仁”的自觉追求，这就实现

了从刚性的他律到内心的自律，以至于达到“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状态。朱熹认为，修身需要“内无妄思，

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内无妄思”就是

“心无妄思”，是修身的根本；“外无妄动”就是“行无

妄动”，是修身的必要条件。二者相辅相成，从而使

身心合一，人格完善。党性修养同样既要重视自律，

还要重视他律。因为自律难免会有松懈的时候，意

志也有可能挡不住诱惑。党的纪律规矩是党性的外

化，守纪律讲规矩目的在于从守纪律讲规矩中体验、

培养、锻炼出党性，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

高境界。

第三，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

所说的守纪律讲规矩包括遵守党章党纪、遵守宪法

法律、遵循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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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等丰富内容，但在所有的纪律和规矩中，党中央

特别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纵观中国历史可以

发现，“结党营私”“朋党乱政”从来都是取败之道。

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内

的团结，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重要表现，警惕

党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分裂行为，这也是延安整风的

重要任务之一。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

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增强党性锻炼，在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

综上所述，从传统修身文化来看，新时期党员加

强党性修养，坚定立场是根本要求，锻炼意志是关键

环节，理论修养是重要前提，纪律修养是必要保障，

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比如，纪律修养贯

穿于坚定立场、锻炼意志两个方面，而且与理论修养

互相促进。只有把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通过理论

修养修出“真知”，通过坚定立场修出“真情”，通过锻

炼意志修出“真意”，并依靠纪律修养加以“保障”，党

员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党性修养水

平。党性修养在汲取传统修身文化精华的同时，也

克服了其不足之处，推动了传统修身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结合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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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CHEN Fangliu

Abstract: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pieces of enlightenment we can draw from th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

moral cultur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First of all, moral cultivation shall start from the heart, a firm and solid position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the Party spirit; secondly, sincerity follows a candid heart, exercise of the will is the key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arty spirit; thirdly, be excellent at learning, the quality of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cultivation of the

Party spirit; and fourthly, restrict oneself with morality, discipline training is a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arty spirit.

The Party spirit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nd also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Marxis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Enlightenment,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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